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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后，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进一步激发脱贫攻

坚期间培植的旅游发展动能持续助推乡村振兴，成为亟须探讨的现实问题。脱贫攻坚期间，旅游发展目标上的局限

性经济为上、发展方式上的脆弱性规模扩张以及扶持对象上的精准性相对剥夺成为制约脱贫地旅游持续发展的主要

困境。在乡村振兴目标驱使下，脱贫地旅游发展要加快转向，实现从局限性经济为上转向全面性综合发展、从脆弱

性规模扩张转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从精准性相对剥夺转向共享性惠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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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相对贫困和乡村全面发展问题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注

的重点。后扶贫时代，如何进一步发挥旅游功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是目前亟须探讨的问题。而这需要基

于全局性、战略性视角对旅游扶贫的基础性问题、旅游发展的困境进行深度理解和反思，并重构旅游发展路径。其重要意义如

下：一是理解便于把握旅游减贫规律、摸清逻辑机理、加深认知；二是反思有助于发现旅游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促进旅游脱贫成

果巩固拓展，减少和防止返贫，为旅游反贫困提供经验借鉴；三是重构有助于推动旅游发展与解决相对贫困和推动乡村全面发展

有效衔接，实现旅游发展从带动脱贫转向助推乡村振兴。 

1 旅游扶贫理解：基础性问题阐释 

脱贫地旅游发展问题源于旅游扶贫，因此，对其深入把握的前提是系统分析旅游扶贫的本质特征。贫困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的高度重叠和旅游产业自身特性及其比较优势共同推动了旅游扶贫的开展，也使得旅游业可以成为脱贫地未来发展的重要依仗。 

1.1 旅游扶贫的本质特征 

我国旅游扶贫经历了从民间自发到上升为国家政策的过程。早在 1991 年时，旅游扶贫的概念就被首次提出，但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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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旅游扶贫内涵的认识依然没有完全统一。对旅游扶贫本质的准确把握不能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而必须历时性地从多层

次、多视角去理解[1]。 

早期我国旅游扶贫主要是地方自发行为，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的旅游扶贫本质理解带有明显的“旅游发展促进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的烙印，认为“旅游扶贫是一种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2,3,4,5]。随着旅游扶贫实践的推进以及国外旅游反贫困理

念 PPT(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和 ST-EP(减贫的可持续旅游)的传入，人们对旅游扶贫的本质认识也发生了转变，即从对贫困地

区的关注转向对贫困人口的关注，认为旅游扶贫的本质在于“扶贫”，“旅游发展仅是手段”[6,7,8,9]。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

以来，我国旅游扶贫被赋予了“精准”的内涵，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重要领域[10,11]。这一时期，旅游扶贫在战略目标上“从试验

示范转为富民工程”，在空间布局上“从区域转向社区”，在战略导向上“从产业发展转向乡村经济发展”，在重点任务上“从

物的功能完善转向人的发展能力培养”，在体制机制上“从核心部门关注转向全政府扶贫”
[12]
。此时的旅游扶贫是关系、空间与

时间的三维内涵价值，是有尊严的扶贫、是产业集聚的扶贫、是长远收益的扶贫[13]，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本质目标扶

贫化、绩效保障精准化、精准识别全程化、扶贫路径旅游化、扶贫载体产业化、扶贫受益共享化、扶贫层次递进化、扶贫要求统

筹化[14]。 

纵观旅游扶贫认知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旅游扶贫本质特征的理解在不断深化。旅游扶贫以旅游为载体，以扶贫为

宗旨，以减贫为目标，以可持续发展为愿景[15]，其主要围绕两个层面的目标展开：社会层面的目标“打破贫困平衡，构建富足平

衡”，个体层面的目标“从低物质原生幸福发展为高物质次生幸福”[16]。因此，旅游扶贫的本质特征至少应包含以下要素：一是

旅游扶贫的空间区域应为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突出旅游扶贫的区域适宜性，区别于一般地区的旅游发展；二

是旅游扶贫以扶贫为本，突出旅游发展的手段性和贫困人口的受益性，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发展；三是旅游扶贫是一种产业

扶贫，突出旅游扶贫的造血性和贫困人口的参与性，区别于传统的“输血式扶贫”。 

1.2 旅游扶贫的逻辑起点 

(1)贫困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高度重叠。 

我国贫困与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重叠性。从空间分布上看，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14个

集中连片区 1。由于历史和地理区位的原因，贫困地区往往具有交通条件较差、多民族混居、区域开发水平较低等特征，并且该

类地区多处在国家生态功能区内，多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因此，上述地区保存有大量原生态自然山水和历史民族文化旅游资

源，具备发展旅游业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 A 级景区中的 4A 级以上景区 60%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并且大多数旅游景区周

边分布有大量的贫困村
[17]

。以贫困“三最”的贵州省为例
2
，贵州省旅游资源与贫困分布的重叠度超过 80%。按照旅游资源丰度

进行排列，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度排在前 30的县(市、区)中有 27个属于贫困县，贫困县与旅游资源丰度分布重叠达到了 90%3。旅

游资源丰度及其吸引力大小是决定旅游开发适宜性的重要内容。旅游扶贫适宜性是考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前置判断，适

宜性分析也是旅游扶贫开发的起点[18]。旅游资源分布与贫困分布高度重叠为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助推大扶贫实践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条件，成为旅游扶贫开展的逻辑起点之一。正是基于资源基础逻辑起点，国家也把旅游扶贫的主战场放在了贫困与旅游资源

重叠的区域，通过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市场需求的强势助推，各地旅游扶贫“潮涌”般出现，旅游扶贫项目大量上马，旅游扶贫

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2)旅游产业特性及其比较优势。 

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带动性和全面性特征，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关研究表明，与旅游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产业达

到了 100多个。由于旅游业与多产业融合关联非常紧密，有学者甚至强调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合所呈现的产业链、价值链用产业

网、价值网更为贴切。2019 年，我国旅游业对地区生产总值(GDP)的综合贡献达到了10.94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达

到 11.05%；直接和间接带动 7987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0.31%
[19]
。正是基于旅游产业的高带动性，发展旅游业能够加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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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在目的地经济社会循环体系中的流动，激活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增收。从

我国旅游扶贫实践来看，旅游扶贫实质上是旅游经济发展与扶贫攻坚现实要求的逻辑关系考量，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贫困地区

旅游化过程。对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而言，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不适宜；而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依靠低附加值的传统农业难以解决区域性贫困。然而，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依靠旅游化的方式却能提供一个具有相对优势

的解决地区贫困问题的途径。贫困地区旅游化发展，能够为贫困人口带来参与旅游服务的就业机会，实现贫困人口就地就业，获

得工资性收入；也可为贫困人口带来自主经营条件，增加经营性收入；还能提升贫困人口土地、房屋等财产的价值，提高财产性

收入[20]。同时，旅游化还能改善乡村环境，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并且还能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

正因为如此，旅游业被广泛作为一种有效的减贫工具。 

2 旅游现状反思：困境梳理 

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政策框架设定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导致旅游发展出现了在发展目标上的局限性经济为上、

在发展方式上的脆弱性规模扩张以及在扶持对象上的精准性相对剥夺等主要困境，成为制约脱贫地持续走向振兴的重要因素。 

2.1 发展目标上的局限性经济为上 

我国旅游扶贫脱胎于群众自发的旅游开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地区通过旅游开发的地方实践推

动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引起国家层面的关注。1991 年，在国家旅游工作会上首次提出了“旅游扶贫”的概念，并逐步被

作为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2011年，旅游扶贫被首次写入国家扶贫开发纲领性文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4。2014年以来，旅游精准扶贫被广泛关注，成为此后旅游减贫的重要内容。纵观我国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旅游扶

贫进入人们或政府视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当地群众增收的促进作用。虽然在以往旅游扶贫实践中，国家以

及社会都在积极推动旅游扶贫在战略导向上和重点任务上从单纯的“旅游产业发展”向综合性的“乡村经济发展”、从关注

“物”的功能向推动“人”的能力发展转变[12]，但基于解决绝对贫困目标的扶贫开发，必然无可厚非地会将旅游扶贫的经济效

能放在优先考量的位置。即便是被认为“扶真贫”“真扶贫”[11]、立足长远和有尊严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13]，在以“一达标、两

不愁、三保障”为核心的精准扶贫绩效考核评价指挥棒下，带动贫困人口增收仍被作为最核心的内容。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以往

关于旅游扶贫成效的大量报道中得到印证。对标“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绩效考核，旅游发展最能给当地贫困群众带来的便

是各种类型的收入增加，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从而能够直接为“一达标”指标的完成添砖加瓦，进而

间接地对“两不愁、三保障”指标的完成发挥作用。正是由于旅游扶贫并不能直接与“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考核指标进行

一一对应，在旅游扶贫实务界(基层部门)更倾向于将“通过旅游扶贫实现贫困人口脱贫”改为“旅游扶贫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或“旅游扶贫助推脱贫攻坚”。并且，基于消除绝对贫困而设定的“一达标”指标主要是维持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与发展，因

此，指标所设定的收入水平必然会低于旅游行业水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一是旅游产业发展程度的低水平，即适度的

发展水平和效益便能实现扶贫所要求的收入达标；二是社区居民参与受益的低水平。在旅游发展实务中，各地通过尽量多地设定

低技能要求的就业岗位，如安全保障岗(保安)、卫生清洁岗(保洁员)、景观维护岗(种花草)等，以增加就业机会，但工资水平相

对较低。同时，受时间紧迫性的限制，旅游发展还呈现出“功利性”和“短视化”的弊病[21]。出于按期完成脱贫任务考量，基层

部门过于强调贫困人口在短期内实现增收，而忽略旅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利益。因此，旅游发展在发展目标上具有显著

的“局限性经济为上”特性。 

2.2 发展方式上的脆弱性规模扩张 

不可否认，脱贫攻坚期间，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给予了旅游扶贫极大厚望[22]。无论是官方报道的“十三五”时期带动1200

万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17%)脱贫，还是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的“支

持 6000 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以及地方政府提出的带动 2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5，都不难判定各地已涌现出大量“能上

马则上马”的旅游发展项目。在基层实践中，在政策和强势利益相关主体的强力推动下，“拍脑袋”决定发展旅游推动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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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会在多地大量出现[14]，政府“垒大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旅游发展的效益并未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升，而是表现出明

显的脆弱性规模扩张特征。旅游发展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旅游产业本身具有的脆弱性。大量旅游

开发是在超前发展模式下进行的，是外来力量推动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带有一定的先天“畸形”。由于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条件不足，特别是生产要素(如资金、人力资源等)、市场需求以及相关支持性产业等方面缺乏，会对旅游产业自我造血能力提升

和竞争力培育以及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严重制约。加之，各产业之间格局相互独立，旅游产业无法与当地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产

生更深层次的融合，这既影响旅游综合带动效果，也使得旅游产业处于孤立的局面，不利于其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受扶贫政策

和扶贫资源投向的影响，以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为主的旅游发展外输性后续资金不足，也严重制约了旅游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再

兼之旅游业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强的特点，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旦出现，将在特定地区或时间对旅游业产生较大影

响，进而引发旅游产业的波动和紊乱，如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致使旅游业一度处于暂停状态并长期难以恢复，严

重影响旅游地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受益具有的脆弱性。受生计局限性和艰巨性影响，当地居民一

旦通过参与旅游发展带来了较为可观的收入，或者有效感知到旅游发展后能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他们通常会摒弃收益低的传

统产业，而转向更能增加收益的旅游业，从而加深了对旅游业发展的依赖，导致生计单一化，增加了地区经济发展脆弱性。并且，

旅游就业所具有的广适性和低门槛优势，虽使得当地居民能够较容易地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但他们抵御旅游业波动及风险的

能力较弱，大规模的生计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埋下返贫和冲突隐患。 

2.3 扶持对象上的精准性相对剥夺 

相对剥夺现象在旅游扶贫实践中十分普遍，已成为“‘抵耗’旅游发展成效的重要因素”[23]。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旅游扶贫在对象瞄准上也经历了从区域瞄准到贫困户瞄准的过程。而无论是区域瞄准还是贫困户瞄准，都常常发生“旅

游漏损”和“精英俘获”现象，造成新的收入不均和贫富差距，导致出现旅游扶持对象上的精准性相对剥夺。首先，从区域发展

来看，旅游开发使得该地区形成了既游离又与已有农村经济形态有联系的相对封闭的“孤岛”，而这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当

地居民自主发展权力和利益的区域性发展剥夺[24]。由于旅游发展的需要和发展机制方面的漏洞，造成土地被占用而引致对当地

居民的巨大剥夺。并且，受旅游发展规划及政策限定，必然有部分区域被强制性地划定为限制开发区(核心保护作为吸引游客的

“风景”)或被边缘化(无法参与或参与效果不好作为旅游发展“背景”)，处于上述区域的居民将丧失参与旅游发展或选择发展

其他高产产业的机会，出现政策性相对剥夺。其次，从建档立卡户来看，受资本短缺和能力不足的限制，他们在参与旅游发展中

通常会表现为权力和关系不对等，在旅游发展利益博弈中没有话语权，其参与旅游发展往往也仅是形式上和被动式的参与，能获

取的收益有限，旅游发展的公共利益常被社区精英、外来投资者和当地政府剥夺，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旅游发展效应递减[25]；而

且旅游发展能提供的参与机会也有限，不可能让所有贫困人口都参与进来，这必然会形成对因机会不足而未能参与的贫困人口

的相对剥夺。再次，从非建档立卡户来看，虽然旅游发展不排斥他们参与受益，但精准扶贫的政策设定并未将其列为扶持对象，

出于目标考核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也必然会将有限资源向建档立卡户倾斜，很少针对非建档立卡户出台具体的帮扶政

策和措施，实际上已经将相当部分的非建档立卡户(包括边缘户)挡在旅游门外，这部分人既没有获得旅游发展的红利，反而要承

担旅游发展外部不经济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出现旅游发展对非建档立卡户的相对剥夺现象。 

3 旅游发展转向：未来发展重构 

现行标准的脱贫远不是我国旅游扶贫的终点，旅游扶贫要“融扶贫、脱贫和致富于一体”[14]。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后，我国

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乡村振兴将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脱贫攻坚时期，旅游扶贫的开展已奠定了良好的旅游产业

基础，并将成为脱贫地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深入探讨旅游发展如何适应从脱贫向全面小康再到现代化的转变正当其时。在

乡村振兴目标驱使下，旅游发展应在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参与对象等方面实现转向。 

3.1 从局限性经济为上转向全面性综合发展 

相较于脱贫攻坚“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更为广泛、多元，其涉及对农村政治、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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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等多维目标的设定。当前，地方政府显著存在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工作来抓[26]，而能作为实现乡村振兴路

径选择的产业往往要求具有较强的综合带动效应。在国家产业兴旺政策设计中，当前已有的政策文件以及政府官员的表述都涉

及农村新业态发展，主要就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如《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就明确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

展纳入目标指标。因此，乡村振兴目标驱使下的旅游发展要能够落实乡村振兴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新要求。第一，落实“产业兴旺”新要求。要着眼于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突

破当前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不断推动旅游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实现旅游点线发展转向全域发展，充分带动三次产业和农村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第二，落实“生态宜居”新要求。尽可能地降低旅游发展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努力践行“两山”理

念，把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旅游发展与农村居住环境质量提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充分挖掘体验主题元素，将旅游各

要素融入其中，在不同区域开发差异化的旅游产品或经营业态，打造旅游“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第三，落实“乡风文明”

新要求。旅游发展要立足本土文化，更加注重乡村文脉的发展，从深层次、多方位的角度去审视乡村文化的丰富资源，通过旅游

产品将乡村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表现出来。第四，落实“治理有效”新要求。通过完善旅游多元融合的管理、监

督、奖惩等跨界治理机制，协调旅游多元融合过程中各方关系和利益，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乡村产业发展生态，特别是市场发展生

态，推动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新局面。第五，落实“生活富裕”新要求。重构旅游发展中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经营

者、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和关系，充分发挥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保障村民生存权、发展权、参与

权和收益权，不断提高社区和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扩大旅游发展成果分享范围。 

3.2 从脆弱性规模扩张转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具有时间上的短期性和紧迫性特征，即到 2020 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而以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则具有长期性特征，即按照政策设定的时间要到 2050 年，因此，面对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旅游未来发

展必然要转向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首先，保持旅游发展扶持政策的持续稳定性。旅游扶贫本质上是通过外界力量的扶持，推

动贫困地区旅游发展，进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外来植入的经济类型，旅游发展带有先天不足，表现为起点低、人才保障条

件差、基础配套弱、产品层次和品位不够等。根据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地从起步到成熟需要经历一定时间周期，对大

多数脱贫地而言，特别是“十三五”时期才开展旅游扶贫的地区，旅游发展仍未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持续的政策、资金、

智力等帮扶依然十分关键。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

决定，国家也设立了脱贫攻坚 5年过渡期，并保持“四个不摘”，确保主要政策措施不“急刹车”。其次，提升旅游发展项目的

适宜性和科学性。必须充分认识到，发展旅游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但其并非是开启乡村振兴之路的万能钥匙。从全国

来看，具有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占全国农村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农村不具备发展以旅游为核心的三产融合新业态的区

位优势和资源。从市场容量来看，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三产融合的市场规模也是有限的，过多乡村发展三产融合新业

态，势必造成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过密化”、低效率发展，甚至亏损。在全域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各地都在推动全

域旅游，并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神化为可以破解农村主导产业发展困境的良方，不仅很可笑、很浪费，而且容易把农村经济发

展暴露于高风险敞口之下[27]。再次，提升旅游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的融合水平。脱贫攻坚期间，受竞争式发展大环境影响，各地

旅游项目的实施都过于看重短期利益，常带有功利性导向，而往往有悖于旅游产业自身发展规律。这通常会导致出现旅游发展与

当地经济社会不协调甚至冲突现象，其结果一种可能就是旅游业作为新兴事物无法被当地所接受，而导致旅游产业发展难以为

继；另一种情况可能表现为当地居民跟风冒进、盲目投机、无序发展，最终影响了旅游整体的产业升级，而使旅游业和当地居民

置于风险之中。因此，最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通过有效规划，拓展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多元资源投入渠道，将旅游发展

置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构建起多层次旅游产业体系，不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质量提升和产业链条延伸，实现旅游产业

带动当地传统产业发展和自然人文特征彰显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3.3 从精准性相对剥夺转向共享性惠及全民 

脱贫攻坚时期，扶贫所指向的对象是处于绝对贫困的少数农民，而乡村振兴战略是要面向绝大多数农民，要让更多农民生活

富裕。无可厚非地讲，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其前提条件便是产业自身的发展。然而，要想让更多村民分享旅游发展红利，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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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自身发展固然关键，但构建全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样至关重要，事关旅游惠民的广度和深度。首先，兼顾非

经济权益，降低公共资源挤占。旅游扶贫通常会整合大量公共资源用于旅游发展，这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弱化

当地居民享有的公共福利。虽然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基础设施与村容村貌将得以改善，但其主要是以满足游客需求为核

心、基于旅游产业发展逻辑进行设计的，因而当地居民的需求并未得到真正满足。因此，要降低旅游发展对当地公共资源的挤

压，减少旅游发展对社区利益的挤占[28]，增强旅游发展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的一致性。其次，完善公平保障，增加机会供给。

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就是要不断拓展旅游辐射面，提供更多旅游参与机会，引导当地居民以土地、房屋租赁和经营

就业等方式直接或通过发展相关产业融入旅游经济活动间接参与旅游发展。同时，既要关注因旅游发展需要而被禁锢资源的价

值分配，避免出现“资源掠夺”现象，又要规避产业资本进入带来的“资本掠夺”现象。通过制度安排，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

制，保障分配公平，确保旅游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实现旅游共建共享。再次，增强居民参与能力，激发内生动力。当地居民参与

旅游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既是判定当地居民收入提高的有效标尺，也是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乡村振兴目标驱使下的

旅游发展，要能凸显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居民参与规划、决策、经营管理、项目实施、利益分配等旅游发

展的核心环节，加快形成乡村繁荣振兴、居民共同富裕的良好局面。这就要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为当地居民“增权”，赋予

其参与旅游发展关键环节的权力，同时要加强对当地居民知识转移[29]，提高其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通过扶持，调动当地居民的

积极性，挖掘自身潜力，重塑主人翁意识和自我价值，不断激发内生动力。 

4 结语与讨论 

旅游扶贫一直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减贫实践，特别是脱贫攻坚期间，旅游扶贫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

措。从实践效果来看，旅游扶贫也不负众望，带动超过十分之一以上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更为关键的是，脱贫攻坚期间实施的

大量旅游项目给当地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为项目地经济社会的后续发展开启了一扇希望之门。然而，必须清晰地认识

到，受限于先天的“缺陷”，在美丽光环之下，旅游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在脱贫目标和时间紧迫性要求下，旅游扶贫

实践中存在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短视行为，引发旅游发展脆弱性风险，增强了当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进而给旅游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后扶贫时代，对旅游发展进行反思有助于脱贫地可持续发展。 

在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后，我国迎来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有机衔接并不意味二者有着相同的发展要求和内在逻辑，在二者关系中，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但乡村振兴

无论在涉及范围，或是时间跨度，还是内在要求上，对发展的要求都远超前者。据此，在迈向乡村振兴的时代关口，如何推动旅

游发展转向成为亟待探讨的时代命题，具体包括旅游如何在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参与对象等方面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耦合。

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刘丽梅.旅游扶贫发展的本质及其影响因素[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2(1)：75-79. 

[2]吴忠军.论旅游扶贫[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2(4)：18-21. 

[3]高舜礼.对旅游扶贫的初步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1997(7)：22-24. 

[4]李永文，陈玉英.旅游扶贫及其对策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4)：74-76，89. 

[5]侯志强，赵黎明，郑向敏.基于 PPT 旅游战略的旅游扶贫机制研究——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6-20. 



 

 7 

[6]周歆红.关注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旅游学刊，2002(1)：17-21. 

[7]刘益，陈烈.旅游扶贫及其开发模式研究[J].热带地理，2004(4)：396-400. 

[8]李柏槐.四川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6)：86-89. 

[9]万剑敏.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县域经济旅游扶贫研究——以鄱阳县为例[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111-116. 

[10]邓小海.旅游精准扶贫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11]邓小海，曾亮，肖洪磊.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构成及运行机理探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7(2)：265-269. 

[12]席建超.全面理解新时期旅游扶贫战略本质和特征[N].中国旅游报，2015-03-04(14). 

[13]马勇，刘军.准确把握旅游精准扶贫内涵[N].中国旅游报，2017-01-04(3). 

[14]李锋.旅游精准扶贫：逻辑内涵、适宜性判断与系统结构[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2-64. 

[15]黄渊基.贫困、扶贫与旅游扶贫：几个基本概念厘清[J].长沙大学学报，2018(1)：27-34. 

[16]李燕琴.反思旅游扶贫：本质、可能陷阱与关键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99-104. 

[17]于乐荣.旅游扶贫的原则及方式[J].中国国情国力，2016(7)：48-50. 

[18]李佳.旅游扶贫理论与实践[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19]中国日报网.2019 年我国旅游总收入达 6.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EB/OL].(2020-03-11).https://cn.chinadaily. 

com.cn/a/202003/11/WS5e687868a3107bb6b57a5cc6.html. 

[20]Ashley C,Boyd C,Goodwin H.Pro-poor tourism:Putting poverty at the heart of the tourism agenda[J]. 

Significance,2000(51):1-6. 

[21]邓小海，肖洪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转向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5)：42-

49. 

[22]新华网.中国对“旅游扶贫”给予厚望[EB/OL].(2015-05-1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16/c_ 

1115305354.htm. 

[23]笪玲，刘晓鹰.相对剥夺视角下乡村旅游扶贫研究——以贵州兴义万峰林社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2)：124-

128. 

[24]方创琳，刘海燕.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行为与调控路径[J].地理学报，2007(8)：849-860. 



 

 8 

[25]李平，吕宛青.浅析旅游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S1)：207-209. 

[26]仇叶.乡村旅游产业的过密化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对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的反思[J].贵州社会科学，2020(12)：

155-162. 

[27]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28]卢世菊，江婕，余阳.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相对剥夺感及其疏导研究——基于恩施州 5个贫困村的调查[J].

学习与实践，2018(1)：111-118. 

[29]饶勇.旅游扶贫中的知识转移与政府职能[J].企业经济，2020(6)：5-14. 

注释： 

1 即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 14个片

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第十条明确指出，14个连片特困地区，共计 689个县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2贵州省曾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3根据贵州省 2016 年旅游资源普查结果和贫困县分布得出。 

4详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第四部分“四、专项扶贫”中的“(十一)产业扶贫”。 

5 如《贵州省发展旅游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17—2019 年)》提出，通过旅游扶贫九项工程力争带动全省 100 万

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占到全部贫困人口的 25%以上。 


